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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原国家计生委 2012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描述分析了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幸
福感状况，并采用有序因变量模型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女性流动人
口主观幸福感较高;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其中，女性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

影响，相对收入弱化了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非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影响，其中婚姻状况、工
作因素、住房状况、闲暇生活、政治权利等因素有正影响，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则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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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3 年 2 月 22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 年中国流动人
口达到 2． 36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7%，相当于每 6 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1］我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
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982 年至 2012 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由 657 万上升到 2． 36 亿。随着我国城市化、
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人口流动将更加活跃，大量人口将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按
照国家计生委的预测，到 2050 年，流动人口规模将达到 3． 5 亿人。［2］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为我国经济腾飞
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生产率，为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
础，同时也使当今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流动人口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
推动力量。
在数量日趋庞大的流动人口中，女性流动人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她们背井离乡之后的生活状况和她们在流入地的幸福感，不仅关系到城镇化的发展质量，
更是构建“幸福社会”的重要因素。本文根据 2012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幸福状
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一)流动人口的界定

流动人口是中国户籍制度条件下的一个概念，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但目前对
于离开的时间和空间尚无统一的定义。国际上类似的群体被称为“移民”( migration) 。在中国，流动人口的
统计口径有多种，最常见的是国家统计局和原国家计生委的统计口径。国家统计局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1］

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

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区

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而原国家计生委 2012 年对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调查的统计口径为调查前一个月前来本地居住、非本区( 县、市) 户口并且调查年龄在 15 ～ 59 岁( 即劳
动年龄人口) 的流入人口，不包括配偶或子女为本地户籍人口以及调查时在车站、码头、机场、旅馆、医院等
地点的流入人口。本文采用的是原国家计生委的统计口径。
(二)数据来源及主观幸福感测量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2 年原国家计生委组织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其调查对象为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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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 县、市) 户口的 15 ～ 59 周岁流动人口;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就
业居住和医保、婚育情况与计划生育服务、生活与感受四部分;该调查以全国各地区流动人口的年报数据为
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方法进行抽样，在全国 31 个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共抽取样本 15． 9 万人，其中男性 83140 人，占比 52． 4%，女性 75416 人，占比 47． 6%。问卷中衡量幸福感①

的问题是“总的来说，您觉得自己幸福吗?”回答选项为“1． 很幸福 2． 幸福 3． 一般 4． 不幸福 5． 很不幸福”。
由于回答选项的赋值是反向的( 1 代表很幸福，…，5 代表很不幸福) ，为了描述方便，我们将赋值调整为 1 代
表很不幸福，…，5 代表很幸福，调整之后，赋值越大表明幸福感越强。
(三)幸福感现状
为了考察女性流动人口幸福感现状，我们将男性的情况作为参照对比。从性别与主观幸福感的分布情

况看( 表 1) ，感觉自己很幸福的男性有 10011 人，占男性总人口的 12． 1%，而女性这一比例为 12． 8%，女性
流动人口感觉自己很幸福的比例略高于男性;感觉自己幸福的男性比例为 43． 7%，女性为 46． 0%，女性该比
例依然高于男性。综合来看，女性觉得自己幸福的比例高于男性 3 个百分点，而感觉自己不幸福的比例则是
男性高于女性，从这个角度看，流动人口中女性比男性更幸福。如果从主观幸福感的均值来看( 表 2) ，男性
幸福感均值为 3． 65，女性为 3． 70，女性高于男性，流动人口中女性比男性更幸福的结论得到进一步证实。

表 1 性别主观幸福感的分布表

性别 统计量
主观幸福感

很不幸福 不幸福 一般 幸福 很幸福
合计

男
频数 208 1938 34625 36276 10011 83058

频率 0． 3% 2． 3% 41． 7% 43． 7% 12． 1% 100． 0%

女
频数 132 1352 29537 34631 9668 75320

频率 0． 2% 1． 8% 39． 2% 46． 0% 12． 8% 100． 0%

合计
频数 340 3290 64162 70907 19679 158378

频率 0． 2% 2． 1% 40． 5% 44． 8% 12． 4% 100． 0%

表 2 性别与主观幸福感的描述统计表

性别 幸福感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标准误

男 3． 65 1 5 83059 0． 728

女 3． 70 1 5 75320 0． 718

合计 3． 67 1 5 158379 0． 724

(四)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到目前为止，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仍然是经验性的。从已有的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影响主

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 － 6］。本文将这些因素总结为两大类:第一类因素为“经济因素”，包含个人绝对收入、
个人相对收入、家庭总收入、家庭总支出等变量，第二类因素为“非经济因素”，包含个人特征( 年龄、婚姻状
况、受教育程度等变量) 、住房状况、工作状况、小孩数量、闲暇生活、政治权利等六个方面的变量。
经济因素被很多文献证实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收入因素是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尤其对于相对弱势的流动人口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非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见仁见智，结
论存在分歧，故接下来我们考察女性流动人口的非经济因素的现状，并通过卡方独立性检验揭示各因素对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显著。
首先我们分析个人特征因素。为了方便描述，我们将年龄按照每 5 岁一组分为 9 组，具体分组情况见表

3。从分布情况看，女性流动人口年龄分布比较均衡，20 ～ 44 岁的人口较多，45 岁以下的人口超过总样本的
90%，表明中国女性流动人口呈现出年轻化的态势。从主观幸福感来看，在劳动年龄范围内，中国女性流动
人口主观幸福感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主观幸福感提升的趋势。原始问卷中婚姻状况一共分为五类，分别
为未婚、初婚、再婚、离婚、丧偶。为了简化描述，根据各类别的特点，本文将其合并为两大类，第一大类为
“独身”，包含未婚、离婚和丧偶三类，第二大类为“在婚”，包含初婚和再婚两类。从统计结果看，在婚的女性
流动人口达到近 80%，而独身的仅占 21． 4%，在婚女性的幸福感为 3． 74，显著高于独身群体的 3． 55，这表明
婚姻可以促进幸福感的提升。从受教育程度来看，超过一半的女性流动人口是初中学历，其比例达到
51． 7%，其次是高中及中专，比例超过 20%，而大专学历以上的不到 10%，这表明中国流动女性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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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较低水准。值得注意的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幸福感是最高的，其它群体则相差不大。
表 3 非经济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列联表

变量 变量类别 频数 频率( % ) 累积频率( % ) 主观幸福感 卡方检验

个人特征

年龄( 岁)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15 ～ 19 4293 5． 7 5． 7 3． 55

20 ～ 24 13596 18． 0 23． 7 3． 59

25 ～ 29 16186 21． 5 45． 2 3． 68

30 ～ 34 14074 18． 7 63． 8 3． 72

35 ～ 39 12455 16． 5 80． 4 3． 75

40 ～ 44 9437 12． 5 92． 9 3． 76

45 ～ 49 4164 5． 5 98． 4 3． 81

50 ～ 54 786 1． 0 99． 4 3． 83

55 ～ 59 425 0． 6 100． 0 3． 90

独身 16158 21． 4 21． 4 3． 55

在婚 59258 78． 6 100 3． 74

小学及以下 13533 18． 0 18． 0 3． 73

初中 38975 51． 7 69． 7 3． 66

高中及中专 15599 20． 7 90． 4 3． 65

大专及以上 7212 9． 6 100 3． 68

1026． 817
( 0． 000)

988． 799
( 0． 000)

169． 934
( 0． 000)

住房因素 住房产权
自购房( 有) 7855 10． 4 10． 4 4． 01

租住房( 无) 67465 89． 6 100 3． 66

1769． 905
( 0． 000)

工作因素

就业状况

就业单位性质

就业 57933 76． 9 76． 9 3． 67

失业 1245 1． 7 78． 6 3． 63

其它 16140 21． 4 100 3． 79

机关单位 1101 1． 5 1． 5 3． 84

其它单位 74220 98． 5 100 3． 69

386． 344
( 0． 000)

52． 394
( 0． 000)

生育状况 小孩数量

无小孩 3862 6． 4 6． 4 3． 66

1 个 32498 54． 0 60． 4 3． 75

2 个 20703 34． 3 94． 7 3． 72

3 个及以上 3142 5． 2 100 3． 77

98． 583
( 0． 000)

闲暇生活

文体活动

看电视电影

读书看报

参加 12931 17． 2 17． 2 3． 83

不参加 62389 82． 8 100 3． 67

是 68272 90． 6 90． 6 3． 71

否 7047 9． 4 100 3． 59

是 33062 43． 9 43． 9 3． 73

否 42259 56． 1 100 3． 66

558． 713
( 0． 000)

188． 811
( 0． 000)

210． 462
( 0． 000)

政治权利 参与选举
是 5467 7． 3 7． 3 3． 88

否 69738 92． 7 100 3． 68

417． 856
( 0． 000)

注:表中主观幸福感为各类群体的均值，卡方检验括号内数据为 p值。

从住房因素来看，问卷中将住房分为 9 类，分别为租住雇主房、租住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雇主提供免
费住房、借住房、就业场所、自购房、自建房、其他非正规居所。这里我们按照是否拥有住房产权重新分类，将
“自购房”和“自建房”合并为“有产权住房”，用“自购房”表示，其它 7 类合并为“无产权住房”类，用“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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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表示。结果表明，流动女性人口拥有自购房的比例仅为 10%，近 9 成属于租住状况，而拥有自购房群体
的主观幸福感 4． 01，远高于租住房群体的 3． 66。住房产权实际上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尤其在城市房价居高
不下的情况下，住房的财富效应更是得到加强。
从工作因素来看，女性就业群体人数占比达到 76． 9%，失业人口数量仅占 1． 7%，其它群体包括在学、退

休、无业、操持家务和务农群体，女性就业群体的幸福感为 3． 67，高于失业群体的幸福感 3． 63。值得关注的
是，其它群体的幸福感为 3． 79，明显高于就业和失业群体。我们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类群体虽然没有工作，但
是他们都有合理的原因不工作，他们没有工作压力，幸福感较高便不难理解。我们进一步比较就业群体工作
单位的性质，发现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工作的人幸福感 ( 3． 84 ) 远高于在其它单位就业的群体
( 3． 69) 。我们不难推断，在国家机关等单位工作的人往往有较高的收入、良好的工作环境等等，这无疑对于
提升幸福感有显著作用。然而在国家机关等单位工作的女性流动人口比例非常低，仅为 1． 5%，可见非常好
的工作单位对于流动人口存在排挤现象。
从生育小孩情况看，超过一半的人生育 1 个小孩，生育 2 个小孩的比例也超过 30%，无小孩和生育 3 个

以上小孩的群体人数相对较少。从幸福感来看，无小孩群体的幸福感较低，为 3． 66，而有小孩的女性幸福感
均在 3． 70 以上。这表明对于女性流动人口而言，有小孩的人感觉更幸福。
从闲暇生活来看，仅有 17． 2%的女性参加文艺体育活动，超过 8 成的人不参加活动，这表明女性流动人

口在流入地的融入状况不佳。参加文艺体育活动的女性幸福感为 3． 83，远远高于不参加文体活动群体。而
看电视看电影的群体人数占比非常大，当然这也体现出看电视作为闲暇时间最基本的生活方式非常受欢迎。
不看电视电影群体的幸福感仅为 3． 59，可见如果连最基本的娱乐方式都无法实现，幸福感就会偏低。平时
有读书看报习惯的女性流动人口比例为 43． 9%，接近一半，她们的幸福感明显高于不读书看报学习的群体，
可见，读书看报可以增加知识、增长见识、开阔视野、与时俱进，这对于提升幸福感有明显的正向效应。
从政治权利来看，参与选举的人非常少，仅为 7． 3%，绝大多数女性流动人口无法参与选举。这表明流

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政治权利非常薄弱，选举几乎和她们不相关。而从幸福感来看，参与选举的人幸福感为
3． 88，远高于没有参与选举群体的 3． 68。参与选举不仅是政治权利的一种体现，更是一个人在当地综合社
会地位的体现，能参与选举的人显然具有较高的地位。
从卡方独立性检验可以看出，上述所有非经济因素的卡方统计量均显著，这表明这些因素对女性流动人

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下面我们分析女性流动人口的经济因素现状。我们从个人绝对收入、个人相对收入、家庭月收入和家庭

月支出四个方面考虑经济因素。其中个人绝对收入采用的变量为个人每月的平均收入;对于个人相对收入，
本文的处理方法为:个人相对收入等于个人每月的绝对收入除以当地( 同一个省份) 流动人口的月平均收
入;家庭月收入和家庭月支出分别指个人所在的家庭平均每月的总收入和总支出。从表 4 可以看出，中国女
性流动人口的月平均收入为 2784． 81 元;而个人相对收入均值为 0． 87，小于 1，这表明大多数女性流动人口
的收入低于整体流动人口的平均水平;家庭月收入的均值为 5523． 64 元; 家庭月支出的均值为 2622． 37 元。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女性的经济现状，此处我们依然将男性的情况作为对比( 表 4 最后一列) 。可以看出，男性
流动人口的个人月平均收入高于女性大约 700 元;男性的相对收入均值大于 1，这表明男性的收入整体上高
于平均收入;值得注意的是，男性流动人口家庭的月收入和月支出却略低于女性家庭，这更加体现出男性的
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重要地位。综合经济因素来看，女性流动人口在收入上与男性存在明显差距。

表 4 经济因素描述性统计表

样本容量 最小值( 元) 最大值( 元) 均值( 元) 标准误差 男性均值( 元)

个人绝对收入 58309 100 98000 2784． 81 2602． 409 3492． 39

个人相对收入 58510 0． 00 30． 50 0． 8700 0． 80537 1． 0954

家庭月收入 75212 0 99000 5523． 64 5617． 542 5361． 32

家庭月支出 75266 0 90000 2622． 37 2514． 062 2482． 98

二、实证分析
上述描述性统计可以简单地揭示各解释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然而要定量考察解释变量对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程度以及其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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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方法

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要求因变量是连续的。由于本文的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是一个离散有序因变
量，故采用 OLS法估计将出现偏差。而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技术的有序因变量回归( Ordinal regression) 方法通
常可以较好地处理此类问题。下面简单介绍该方法的基本原理。
假设有 N个人( 标号为 i = 1，2…，N) ，每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可以用 Di 的取值表示，Di 的取值越高代表

幸福程度越高。而一个人的幸福感取值取决于这个人既有的多种因素。假设幸福感取值 Di 是 K 个因素的
线性函数，这 K个因素的取值对于某个人 i来说，分别记 Xi1，Xi2，…，Xik，那么这个人的幸福感可以表示为:

Di = Σ
k

k = 1
βkXik + εi = Zi + εi ( 1)

其中，βk 是第 k个变量的系数，如果 βk ＞ 0，表示第 k个因素取值的增加会导致某个人幸福感的提升; ε i
为随机扰动项，包含了一些未被捕捉到的影响幸福感的因素。然而一个人的幸福感取值 Di 是一个潜在变

量，是难以观测的，我们能观测到的是一个人的幸福感处于某个等级 Yi。我们将幸福感分为 3 个等级，以此
为例来说明:如 Yi = 1，表示此人感觉不幸福，Yi = 2，表示此人幸福感一般，Yi = 3，表示此人感觉幸福，那么
一个人的幸福感究竟处于哪个幸福感等级实际上是看潜在变量 Di 的值是否超过临界值 δi。方程( 2) 中的
临界值 δ i 也是需要估计的参数。

Yi = 1，如果 Di≤δ1
Yi = 2，如果 δ1≤Di≤δ2
Yi = 3，如果 δ2≤Di

( 2)

Y1 的取值概率分别为:

P( Yi = 1) = P( Zi + εi≤δ1 ) = P( εi≤δ1 － Zi )

P( Yi = 2) = P( δ1≤Zi + εi≤δ2 ) = P( δ1 － Zi≤εi≤δ2 － Zi )

P( Yi = 3) = P( Zi + εi≥δ2 ) = P( εi≥δ2 － Zi ) ( 3)
我们令 F( x) = P( εi ＜ x) 为误差项的累积概率分布，则( 3) 式可以写为:

P( Yi = 1) = P( εi≤δ1 － Zi ) = F( δ1 － Zi )

P( Yi = 2) = P( δ1 － Zi≤εi≤δ2 － Zi ) = F( δ2 － Zi ) － F( δ1 － Zi )

P( Yi = 3) = P( εi≥δ2 － Zi ) = 1 － F( δ2 － Zi ) ( 4)
这时我们只要知道误差项的概率分布就可以通过极大似然法来估计出使样本出现概率最大的值。通常

假设误差项的分布服从逻辑分布或正态分布，正如计量经济学家 Green( 2000) 所说，逻辑分布除了在末尾部
分比正态分布大很多之外，其他部分与正态分布相似，要在理论上证明选择哪一种分布更好是件非常困难的

事，在大部分时候，它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本文假设误差项服从逻辑分布，即有序 logit模型，其表达式为:

ln( P( Y≤j)
1 － P( Y≤j) ) = β0 + Σ

k

i = 1
β iXi

此式表达的是某个事件发生和不发生的比，也叫比数比。在通常的实证分析中，每个分类变量都会设置
一个参照组，而非参照组的系数表示和参照组相比落入到因变量更高等级的概率。以幸福感为例，如果系数
为正，则非参照组的群体比参照组群体更幸福，反之亦反。
(二)实证结果

根据前文描述性统计结论，可以发现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变量均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故我们

将上述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变量均作为解释变量引入 ordinal回归模型。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已有文献的
研究成果，年龄变量与主观幸福感不是线性关系，而是 U 型或者倒 U 型关系。因此，本文在处理年龄变量
时，引入了年龄平方项检验女性流动人口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 U 型关系。另外，众多研究表明相对收入比
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故本文构建模型一和模型二对该问题进行验证。本文拟构建三个模型。模
型一中，经济因素只考虑个人绝对收入，模型二则引入了个人相对收入，而模型三则进一步考察家庭支出对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用以检验消费能否作为收入的一种效应影响幸福感。由于家庭总收入和个人总收入有
紧密的关系，为避免解释变量出现多重共线性，故没有将家庭总收入引入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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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女性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 ordinal回归

影响因素 变量类别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幸福感阈值

很不幸福 － 6． 960＊＊＊ － 6． 952＊＊＊ － 6． 900

不幸福 － 4． 626＊＊＊ － 4． 618＊＊＊ － 4． 566

一般 － 1． 095＊＊＊ － 1． 085＊＊＊ － 1． 032

幸福 1． 289＊＊＊ 1． 302＊＊＊ 1． 356

经济因素

个人绝对收入 1． 703E － 05＊＊＊ － 1． 96E － 04＊＊＊ － 2． 15 E － 04＊＊＊

个人相对收入 0． 694＊＊＊ 0． 737＊＊＊

家庭月支出 2． 124E － 05＊＊＊

年龄
年龄 0． 009 0． 011 0． 010

年龄平方 6． 906E － 05 5． 473E － 05 7． 108E － 05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0． 261＊＊＊ 0． 206＊＊＊ 0． 235＊＊＊

初中 0． 149＊＊＊ 0． 096＊＊ 0． 123＊＊＊

高中和中专 0． 123＊＊＊ 0． 075* 0． 094＊＊

大专及以上 0 0 0

婚姻状况
独身 － 0． 389＊＊＊ － 0． 397＊＊＊ － 0． 381＊＊＊

在婚 0 0 0

住房状况
有产权住房 0． 708＊＊＊ 0． 712＊＊＊ 0． 702＊＊＊

无产权住房 0 0 0

就业单位
其它单位 － 0． 283＊＊＊ － 0． 282＊＊＊ － 0． 288＊＊＊

国家机关 0 0 0

就业状况
失业 － 0． 352＊＊＊ － 0． 353＊＊＊ － 0． 352＊＊＊

其它 0 0 0

小孩数量

0 － 0． 213＊＊＊ － 0． 203＊＊＊ － 0． 183＊＊＊

1 个 － 0． 012 － 0． 010 0． 0001

2 个 － 0． 132＊＊＊ － 0． 133＊＊＊ － 0． 126＊＊＊

3 个及以上 0 0 0

闲暇活动

不参加文体活动 － 0． 324＊＊＊ － 0． 324＊＊＊ － 0． 322＊＊＊

参加文体活动 0 0 0

不看电视电影 － 0． 252＊＊＊ － 0． 254＊＊＊ － 0． 259＊＊＊

看电视电影 0 0 0

不读书看报学习 － 0． 174＊＊＊ － 0． 172＊＊＊ － 0． 166＊＊＊

读书看报学习 0 0 0

政治权利
不参与选举 － 0． 364＊＊＊ － 0． 357＊＊＊ － 0． 353＊＊＊

参与选举 0 0 0

伪 Ｒ2 0． 036 0． 038 0． 038

卡方统计量 1634． 039＊＊＊ 1712． 779＊＊＊ 1737． 279＊＊＊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系数为 0 的类别为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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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分析模型一。从表中可以看出个人绝对收入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女性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
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我们发现该系数非常小，其原因是因变量为有序变量，当绝对收入每增加一
元时，幸福感提升一个档次的概率非常小，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非经济因素来看: ( 1) 年龄以及年龄平
方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对于女性流动人口而言，两者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2)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大
专及以上学历的群体幸福感最低，小学及以下群体的幸福感最高，这和前文描述性统计结论一致。原因在于
虽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通常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追求幸福的能力也更强，但是随着受
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水平的预期也会提升。当预期和实际存在差距时，反而会降低幸福感。( 3) 从
婚姻状况来看，在婚群体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独身群体，这证明婚姻可以促进幸福感的提升。对于漂泊在外的
流动人口，有一个关爱自己的伴侣，对于提升幸福感有非常显著的效应。( 4) 从住房状况来看，拥有住房产
权的人更幸福。正如前文提到的，在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拥有住房产权实际上是拥有财富的象征，
更多的财富对于提升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 5) 从工作因素来看，失业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最低，在就业群体
中，就职于国家机关部门的人显著更加幸福。( 6) 从生育小孩数量来看，没有小孩的群体幸福感显著最低。
小孩是爱情的结晶，在婚育年龄内，生育小孩是正常情况，而没有小孩则表明或许工作忙、或许收入较低养不
起小孩、或许存在其它原因导致没有生育小孩。上述各种原因显然都不利于提升女性的幸福感。( 7) 从闲
暇活动来看，参加文体活动、看电视电影、读书看报的人比不参与各种活动的人显著更幸福。这表明在工作
之余，拓展业余爱好、劳逸结合有利于增强幸福感。( 8) 从政治权利来看，参与选举的人感觉更幸福。参与
选举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得到认可，较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这不仅对于幸福感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同

时为长期居住于此奠定了基础。
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引入相对收入。结果显示，绝对收入系数由正转变为负，而相对收入显著为

正，模型检验统计量伪 Ｒ2从 0． 036 提升到 0． 038，表明相对收入弱化了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且相
对收入的引入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人们更看重相对收入的观点。模型三在模型二的
基础上引入家庭总支出。结果显示，家庭总支出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支出越高的家庭，幸福感越强。值得
注意的是，相对收入的系数在模型三中比模型二中大，这表明在家庭支出等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收

入较高的群体幸福感提升更多，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家
庭支出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但引入该变量之后，除相对收入系数提高外，其它变量变化不大，而且伪

Ｒ2并没有提升，这表明家庭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没有相对收入明显。模型二和模型三中的非经济因
素和模型一相比变化不大，故不再赘述。

三、结论
通过上述数据及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女性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较高，觉得自己不幸福的仅占 2%。不论

是从分布情况看，还是从幸福感均值进行比较，女性流动人口的幸福感都高于男性。女性流动人口的幸福感
可以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方面进行解释。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卡方检验，发现这两类因素对主观幸福
感均有显著影响。通过进一步 ordinal回归，我们发现:诸多文献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呈 U
型关系并没有在女性流动人口群体中得到印证;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高

的人幸福感较低;而诸如婚姻状况、工作因素、住房状况、闲暇生活、政治权利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表现出
积极效应，即在婚群体、在国家机关就业、拥有住房产权、积极参与各种娱乐活动、参与选举的人感觉更幸福。
尽管女性流动人口幸福感较高，但依然掩盖不了存在的问题。首先，在自评幸福感状况时，有接近 40%

的女性流动人口回答为“一般”。考虑到流动人口在回答时，会将现在的生活情况与流出地进行比较，回答
“一般”意味着目前现状和流出地相比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由于流动人口中有超过 80%的人从农村流入
城市，这表明她们在城市的感受并没有比在农村好。其次，和男性相比，女性流动人口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个
人绝对收入比男性平均每月低 700 元。考虑到女性流动人口每月的平均收入只有 2784 元，即男性流动人口
比女性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高 25%，这表明就业时可能存在性别歧视。第三，女性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
住房情况、工作单位性质、闲暇活动、政治权利等方面的状况普遍不佳，各方面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最后，
值得思考的是，女性流动人口在大多数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下，为什么主观幸福感却高于男性。笔者
对男性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后发现，男性主观幸福感的阈值高于女性。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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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更劣势的条件下，女性幸福感高于男性。这也表明女性的幸福感较男性高是由于其期望低。
如果老百姓感觉幸福是由于期望低，那么这种幸福只是一种“伪幸福”。只有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才能让老百姓真正感到幸福。
注释:
① 不同文献中，关于“幸福”的措辞有差异。比较常见的表述有“主观幸福感”、“幸福感”。笔者发现两者并无实质差异，均为被调查者自主

回答自己的幸福程度。本文不区分两者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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